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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殖民地中国的反帝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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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半殖民地中国的反帝话语呈现出“有限反帝”与“向内反帝”两种主导倾向，深刻影响了中国

现代文学的思想风貌与反帝书写模式。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存在状况极为复杂，当局的反帝态度随时局

而变，外交话语对于列强的描述在“帝国”与“友邦”之间不断切换。在多方势力博弈的历史背景下，

反帝话语处于被压抑的状态，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呈现出“有限反帝”的书写状况。反帝书写常常

以“反资”代替“反帝”，外国人形象通常处于缺席状态或被后台化处理，近洋人物成了帝国主义批

判的主要对象，由此带来了“向外反帝”书写的薄弱和“向内反帝”书写的繁盛。“向内反帝”话语

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帝反殖书写，也为拆解半殖民地的主奴社会结构提供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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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赞奇认为，“在中国，帝国主义的存在当然受到普遍痛恨，反帝则是 20 世纪前 50 年中国一切

政治运动的核心”[1]。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清末“改良主义者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评述，却是自我批

判的多，而反西方的少”[2](385)，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也“把中国弱小归咎于他们自己，以此为代价而继

续相信文明与强权的一致性”[2](452)，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反对西方帝国的强权上。以上两种观点看似

矛盾，实则道出了半殖民地中国反帝话语的特殊形态，提醒我们对习焉不察的“反帝”概念加以重新

理解。通常而言，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为反帝反封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性质为反帝反封建的文学，

但是回到历史与思想文化的发生场域，会发现半殖民地中国的反帝话语呈现出“有限反帝”与“向内

反帝”两种主导倾向，并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风貌与反帝书写模式。 

 

一、“帝国”抑或“友邦”：反帝力量的激发与控制 

 

提到“帝国主义”，我们脑海中马上会冒出一句台词：“打倒帝国主义。”不过，在文献资料中，“帝

国主义国家”还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称呼——“友邦”。鲁迅的《“友邦惊诧”论》一文对“友邦”

的嘴脸进行了刻画，《国际联盟盟约》[3]却表明“友邦”之间多少存有相互约束的善意。实际上，“帝

国主义”在半殖民地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弄得中国平民眼花缭乱不知是敌是友”[4]，当局的反帝

态度则因时势而定，其政策缺乏连贯性和稳定性。在半殖民地中国，内忧与外患相交叠，外交与内政

相牵连，因而报刊新闻与外交辞令中的列强形象，时而为万恶的“帝国”，时而为亲善的“友邦”。

1922 年，中、美、英、法、意、日、葡、比、荷等九国共同签订的条约规定，“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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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之举动”[5]。实际上，“革命总有外国支援者”[2](3)，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国民革命、南京政府等

革命运动或政治势力所依靠的“友邦”与所反对的“帝国”，都各有侧重；亲美亲苏亲日亲英的政客、资

本家、革命者和自由知识分子，也各有其利益盘算和文化趣味。这就带来了反帝话语的纷乱，使得半

殖民地内部在反帝问题上常常难以取得一致，从而造成了反帝的限度，即“有限反帝”。这是多重帝

国宰制下半殖民地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 

我们可以追问：“反帝”反的是哪些帝国主义国家？谁在反帝？什么时候反帝？通过追问这些问

题，我们就能理解什么是“有限反帝”。 

首先，“有限反帝”体现在反帝浪潮有起有伏。义和团运动是清末反帝的高潮，但很快失败。20

世纪初的十余年，“可算是中国人对外不反抗的时期”[6]。文学创作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无论是暴露

社会黑暗还是幻想未来社会的创作，都不以反帝为主旨。例如，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

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谴责的是晚清官场、商场和士子的腐朽混乱、道德颓败；《痴

人说梦记》《冰山雪海》《新石头记》《电世界》等乌托邦小说固然表达了对种族压迫和西方强权的不

满，但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反帝意识，而是申张了文明战胜野蛮的观念。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

列强“干涉与瓜分的噩梦渐渐远了”[6]，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觉心得以唤醒。一战爆发后，欧洲残破，

德、奥衰败，沙俄时代结束，中国的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国家地位亦在国际舞台上大幅提升，反帝

的声音相较于晚清时期而言反而减弱了。在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的领袖“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

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不作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

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2](480)。茅盾回顾五四文学时坦言：“五四”是以“反封建”为号召，“反帝

国主义的作品简直没有产生。”[7]共产党人李达感叹：“如今还有许多学者先生们只认定(国内)武人

政治是万恶，却不承认帝国主义有侵略中国的事实，甚至要为帝国主义辩护，说现在的中国已经脱离

了侵略的危险了！”[8]李达的看法并非无的放矢。基于一战后 45 国签署的《国际联盟盟约》所确立的

以和平为基调的国际新秩序，中国暂时摆脱了主权和领土遭受进一步践踏的厄运，其殖民论述表现出

“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迹象，阮湘的《殖民》承认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相互享益主义”[9]，吴应图的

《殖民政策》认为列强“争谋殖民人民之安宁幸福”[10]，二者皆有美化殖民活动与帝国主义之嫌。 

直到“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才真正进入民族觉醒和广泛反帝的时期，中国现代作家反帝书写

的情感浓度和揭批力度，也在这时到达了历史高点。茅盾的《五月三十日的下午》、叶圣陶的《五月

卅一日急雨中》、王统照的《烈风雷雨》、郑振铎的《街血洗去后》、朱自清的《血歌》等作品，都怀

着满腔的愤怒，把帝国主义的屠杀视作恶魔行径，因而“祈求热血来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11]，“情

愿将此混沌的世界来重行踏反，重行熔化，重行陶铸”[12]。“五卅”运动之后，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

义的态度也随之转向，胡秋原就揭示了殖民的罪恶：“在近代殖民政策的后面，却是一幅人类恐怖的

写真。不是一幅文明移动的图画，而是一幅血肉狼藉，充满了残暴，悲惨，号泣，死亡，使人战慄悲

愤的图画！”[13]此后，中国与列强的冲突间歇性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帝运动。 

其次，“有限反帝”体现在半殖民地政府并不总是与民众站在一起，且试图操控民众与知识分子

的反帝意愿。自 1858 年允许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后，就不断发生民众“打教堂”的事件，

朝廷多次下令保护教会，如 1891 年朝廷命令保护外国教会，1895 年命令保护教会及禁止谣言，1899

年命令官吏消除教会之困难，并保护教士之来往[14]。当义和团疯狂攻击传教士和外国人时，清政府最

初利用了义和团的仇洋行动；当庚子事变失败后，义和团则成了朝廷追剿的对象，在条约中被表述为

“拳匪”，而侵华的八国则成了“友邦”[15]，并下诏声明从此严禁排外。在半殖民地中国，政府对民

众的反帝意愿常常加以控制与利用。对国际法和外交史颇有研究的周鲠生，在国民革命期间提出对列

强实行“革命的外交”。“革命的外交”要义之一，就是“利用民众势力”[16](2)：“真正革命的外交，

应当对照国际的情形及国内民众的力量决定方针，知道在甚么时候民众运动可以利用，而到甚么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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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停止”；激发民众对日本、英国采取罢工和排货运动时，“革命的外交”要懂得“如何支配民

众”[16](5−6)。然而，“国民党对付外国势力特别软弱无力，因为它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地都在沿海城市，

帝国主义的力量在那里是最强大的”[17]，因而在反帝时常常妥协，甚至代替帝国主义“镇压大众的反

帝运动”[18](48)。国民党政府在反帝反殖运动中对民众的利用与支配，以及对帝国主义强权的不时妥协，

造成了其反帝话语缺乏连贯性、稳定性，甚至走向了民众的对立面。这也为新一轮革命话语的建构提

供了依据。 

“左联”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时，把国民党政权归结为“代表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

级利益”[19]。因此，在左翼文学中，反帝总是与反资、反国民党政府相联结，丁玲的散文《五月》代

表了这一创作路向。《五月》依靠各种场景、各种人物的转换与并置来构设反帝话语，在上海都市的

夜晚，法国的三色旗、美国的星条旗、日本的太阳旗和大英帝国的旗帜在微风中吹拂，喻示了上海的

殖民性质；“酒醉的异国的水手”“科长，部长，委员”“白色的、黄色的资本家和买办们”[20](8)，共享

迷醉奢靡的上海夜生活，而难民、劳工、农民则处于深重苦难之中，两相对照，喻示了帝国主义与中

国政客、资本家相勾结，共同造成了民众生活的灾难重重。描绘了上海都市的帝国强权、阶层压迫图

景之后，文章进一步通过地下印刷所排印的新闻通讯，把反帝叙事处理为民众抗日和国民党“剿共”

的对照图景。一方面，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东北义勇军“为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为争取民族的解放，

和劳苦大众的利益而组织在一块，用革命战争回答着帝国主义的侵略”[20](9)；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

不顾民众失业、受灾，大动干戈忙于“剿匪”。而他们“剿匪”，“要保护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

资产阶级的利益”[20](10)，这无疑把国民党政府钉在了帝国主义走狗与帮凶的耻辱柱上，以此完成了左

翼作家反帝话语的完整建构。在文章中，反国民党政府、反资本家的叙事分量显然超过了反帝，阶级

革命观念压倒了反帝观念，这就造成了反帝叙事的限度。这种反帝叙事情态，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

中较为多见。可以说，无论半殖民地政府还是革命作家，出于不同的考虑，诉诸的都是有限反帝。 

再次，反帝话语的生产受到中国机构和在华外国势力的新闻检查制度的双重约束。租界、租借地

是新闻舆论、文艺创作的中心地带，其反帝话语的生产却受到外国人的查禁与压抑。在华外国势力对

“反帝”的新闻言论与文艺作品一直采取压制、取缔的态度，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关于

电影检查之报告”中写道：“含有政治意味之任何影片，在经核准演映以前，例须由特务股主任报告

警务处处长。”[21]这就造成以“三反主义”(反帝、反资、反封)为号召的新兴电影，其银幕上很难看到

“反帝”的镜头
①
。可以说，在取消“治外法权”

②
、收回租界和租借地之前，半殖民地中国的反帝书

写，必然处于抑制的状态。 

最后，“有限反帝”体现为对列强的态度在“帝国”与“友邦”之间不断切换。民国政府在对待

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上，排日与亲日的外交政策轮番上演。1919 年日本驻华大使抗议排日运动，1920

年北洋政府取缔排日，以便交涉山东问题[22]。1928 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全国民

众及本党党员应集中于中国国民党指导之下作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反日运动”，“本党攻击对象全

在日本政府”，以及推动对日经济绝交[23]。这似乎表明国民党政府把排日反日作为了党政国策，但是

在半殖民地中国，排日反帝并不总能够自由展开。1935 年初，在日本不断蚕食侵犯中国国土的情形下，

日本外相发表所谓“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演说，1935 年 2 月 13 日南京政府下令“取缔排日”。

与苏俄的关系也是反复无常，1904 年国人期望日本战胜俄国，1924 年国民党采取联俄容共政策，1927

年中苏断交，1929 年中苏绝交，1932 年中苏恢复邦交。总之，从晚清朝廷到南京政府，对待帝国主

义的态度不断反复，时而把列强当作“帝国”，时而当作“友邦”。列强以“帝国”与“友邦”的双

重形象不断切换时，政府的威信就在对外态度的反复中损耗，民众与知识分子感到被愚弄，对当权者

和军阀官僚产生深深的不信任感，从而把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看作是帝国的帮凶，这也激

发了反帝、反资、反本国统治阶级三位一体的文学创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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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大量的反帝书写。支持这种主观印象的依据是：“反

对帝国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实际情

形并非全然如此。尽管半殖民地中国必须反帝，也有生产反帝话语的空间和能力，但是半殖民地反帝

话语的生产是受限的，呈现出“有限反帝”的特征。反帝话语既受到半殖民地政权对外的“独立性与

附庸性”和对内的“独裁与民主”[18](55)的制约，又受到租界、租借地的外国新闻检查制度的压制，还

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限制。20 世纪 30 年代似乎应该是反帝主题的文学创作最为繁盛的时期，然

而，并未出现“向外反帝”书写的热潮。在“左联”看来，“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统治最弱的一环”[19]，

国民党宣扬的民族主义属于欺骗性的“反革命的思想与文学”[24]，因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

务之一即为“反对民族主义”，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也要求中国左翼作家“加紧反民族主义文学”[25]，

其结果造成了“左联”成立以后“忽略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学”[26](329)。在党的战略调整和日本加紧侵

华的背景下，萧三指示解散“左联”，要求创作策略转向“革命民族战争时代的革命民族文学”[26](332)。

这一转向，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让左翼作家无所适从，“放下了笔不写或写不出来”，他们“过去熟

悉阶级对立的社会生活”，一时还不能适应“一致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新形势，因此“大部分人

都写不出东西来了”[27]。可以说，半殖民地中国为反帝所准备的历史条件，既拓展了现代文学的题材

和思想，也压制了反帝书写的热情，使得反帝书写缺乏连贯性、一致性和系统性，造成了有限度的反

帝书写状况。 

 

二、“向内反帝”话语的生成 

 

尽管“向外反帝”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但仍然难以改变文学史留给我们的整体印象：文学中充

斥着大量的反帝书写。这是因为，还存在另一种“反帝”，即“向内反帝”，我们对文学反帝的印象，

也主要来源于“向内反帝”书写。 

在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文化进程中，“外国”因素的影响无处不在，但是在中国人书写的历史中

“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外国人几乎消失了”[2](4)。这不难理解，作为解殖民与重建主体性的一种方

式，中国人需要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外国人高度参与的历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帝书写中，也

存在一个类似现象——代表帝国主义出场的人物，主要不是来自列强的外国人，而是本国的近洋人物。

这算是半殖民地国家的一种特殊反帝文化，可以称之为“指向半殖民地社会内部的帝国主义批判”，

简称“向内反帝”。 

反帝本应主要针对来自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而不是在国家内部寻找“替罪羊”。但是，帝国主

义势力在半殖民地中国往往以“在地化”的方式存在，如：列强根据条约在中国设立租界、租借地，

驻军，传教，享受治外法权，部分侵夺控制中国的关税、交通、金融、工业、矿产资源等方面的权利；

而且殖民权力、西方观念常常通过“代理机制”现身，如：革命党与政府都聘请外国顾问，中外贸易

由买办代理，新式知识分子多为西方文明优胜、本土文明低劣的积极传播者。帝国主义的“在地化”

与“代理机制”，使得近洋人物和军政集团被裹挟到帝国主义的事业中，他们自身成了内部帝国主义

的有机组成部分，促进了西方文明和帝国霸权在中国内部的衍生流转。由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无

论社会思想还是文学创作中的反帝表述，反对近洋同胞和本国政府的声音，甚至盖过了反对帝国主义

者本身。如：革命知识分子回顾义和团运动和辱国殃民的《辛丑条约》时，叫出了“向国际反帝国主

义的联合阵线”进攻的口号，在具体表述中，“打倒军阀”被置于“打倒帝国主义”之前[28]，这意味

着军阀属于应该被打倒的罪魁祸首。而且，“向外反帝”有时会转化为内部的纷争。1925 年 9 月初，

胡适针对“五卅”运动的发展态势写道：“上海的罢工本是对英日的，现在却是对邮政当局，商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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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中华书局了。北京的学生运动一变而为对付杨荫榆，又变而为对付章士钊了。广州对英的事件

全未了结，而广州城却早已成为共产与反共产的血战场了。三个月的‘爱国运动’的变相竟致如

此！”[29]因此，文学叙事常常以“反资”代替“反帝”，资产阶级、军阀官僚、假洋鬼子、西崽、买办

等近洋人物，成了帝国主义的替身；这些人物被认为与帝国主义勾结，须为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负责。 

作为殖民者的外国人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反帝书写中的缺位现象或后台化处理，其成因有多个

方面。一则缘于前文提到的外国势力、晚清民国政府和左翼革命组织对反帝话语的约束。二则晚清民

国时期在华的外国人数量有限，多的时候不过二三十万，而且一半以上是日本人；这些外国人集中于

上海、天津、汉口、青岛、哈尔滨等少数城市，绝大部分中国人与他们没有直接接触和私人交往，而

是通过租界制度、洋场景观、洋货、买办、西崽、留学生等中介事物与人物，间接与“外国”产生关

联。三则现代作家所交往的外国人，相互以“友邦”人士相待；现代作家看待通商口岸城市的外国元

素，多着眼于“都市西方”，而他们接触、观察到的“殖民西方”往往位于城市公共空间，在此空间

与外国人的交往冲突是即刻的，陌生人之间的，外国主体是泛指的，如街上的外国巡捕、码头的海关

检查员、电车上的外国人座位专区、租界公园的入园规则等。在公共空间、即刻时间、符号化外国人

身上发生的相关殖民事件，组成了“殖民西方”书写的主要模式。这种片段化、场景化的书写模式，

难以对外国人/殖民者进行持久的观察，难以生发出连续性的故事情节，极少塑造性格丰满的外国人

形象。很多时候，作为帝国权势的外国人在文学叙事中并不出场，而是作为后台人物或隐性力量操控

半殖民地的经济市场，压榨、伤害中国工人。茅盾《子夜》、夏衍《包身工》这样明显具有反帝意味

的作品，也未见外国人在故事中出场。老舍、郭沫若、郁达夫、鲁迅等作家，曾在半殖民文化视野下

塑造了一些外国人形象，但几乎是身在日本、英国本土的外国人，而不是在华外侨。像彭家煌的

《Dismeryer 先生》和《教训》、萧乾的《昙》等细描在华西洋人形象的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较为少

见。半殖民地的仇洋情绪，也妨碍了现代作家近距离打量外侨的生活世界和在华体验，局限于把他们

当作类型化、符号化的帝国主义者加以描绘。对照外侨的回忆录——《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

的童年》《小洋鬼子：一个英国家族在华生活史》等关于西方殖民者在华生活的叙述
③
，我们就能看出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外国人形象塑造，是多么概念化与单一化，这也影响了现代文学反帝书写的思想与

艺术深度。 

在中国现代作家的反帝书写中，“外国人”形象的缺位或后台化处理，缘于半殖民地政治语境的

限制和作家对在华外侨的隔膜。但是，现代作家对假洋鬼子、高等华人、西崽等文化上的近洋人物非

常熟悉，对资本家、买办、官僚等政治经济上的近洋人物也有近距离接触和观察的机会，并可以利用

半殖民地“两种社会”“双城模式”提供的政治空间，获得言说近洋人物的话语权。这些近洋人物的

思想、言行和生活，就是一般国人所能接触到的“外国”，他们也被国人视为盘剥欺侮民众的“帝国

主义”，守旧者则把传统社会失序和自身价值贬抑归罪于近洋人物。由此，就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向

外反帝”书写的薄弱和“向内反帝”书写的繁盛。 

“向内反帝”话语系统的形成，基于半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半殖民地政

权具有“独立性与附庸性”“独裁与民主”[18](55)的二重性，再加上晚清“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传

言和国民党政府“攘外安内”的政策，导致革命知识分子视本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和

替身，因此反帝就以内部解殖民为主。鲁迅的杂文，最擅长揭示这一点。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侵略

半殖民地的重要手段”[18](50)，并在口岸城市就地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密切

相关的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买办、工厂主和工头，他们被视为帝国主义经济殖民的一部分，

也是压榨盘剥工人、造成乡村经济破产的罪魁祸首，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茅盾的《子夜》和

“农村三部曲”等小说对此多有表现。在半殖民地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秉持民族主义立场的革命群

众和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把因近洋而取得了优势地位的人群，视作“非我族类”，形同卖国。鲁迅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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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

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剚刃。先前则有异端，妖人，

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30]。在批判帝国主义时，假洋

鬼子、西崽、留学生、小资产阶级等群体因此被牵连。 

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现代文学所建构的“向内反帝”话语，实则基于半殖民地的社会和文化性

质。相对于“向外反帝”来说，“向内反帝”可以避开列强的干预，保持话语的持续输出，为辛亥革

命、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抗日战争等社会革命提供话语支持，从内部改变国家的半殖民地性质，

从而达到反帝解殖民的目的。由此，“向内反帝”话语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反帝解殖民书写。 

“向内反帝”也为拆解半殖民地多层次的主奴社会结构提供了方案。《文明小史》《痴人说梦记》

等近代小说描画了半殖民地的权势关系结构图：外国人压迫晚清朝廷——朝廷迫害维新人士、地方官

吏欺压民众——维新人士、普通民众寻求外国人的庇护，由此形成了半殖民地内部相互制约的权力怪

圈。到了民国，这个权力怪圈衍化成了新的社会阶级结构。随着列强对华殖民宰制的全面展开，西方

势力在中国“创造出与传统秩序截然两样的世俗等级制度”[31]，那些在传统秩序中被贬抑、被排斥的

人群，如“洋鬼子”“买办”“传教士”“西崽”，都被组织到新的社会权势关系中。在近代中国半殖民

地化的过程中，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外侨在中国汇合成了一个“外来社会”。治外法权、特权身份
④
以

及西洋文明的加持，使得“外国人”在半殖民地成为一种超级身份。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与西方文明

的入侵，在半殖民地中国造就了新的知识群体和职业群体，如留学生、买办、实业家、律师、医生、

大学教授等，新兴群体拥有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和西方现代知识资本，跻身“高等华人”之列，冲击了

既有的由政治特权与儒家传统所决定的社会阶层制度。由此，半殖民地中国的内部权势结构被重塑，

形成了新的主奴社会结构。对于半殖民地国家和国民的地位，新旧知识分子都喜欢以“奴”来表述，

如：“亡国奴”(郭沫若《月蚀》)，“我们整个民族已做了八十多年的奴隶”(胡汉民《誓雪半主权国

与次殖民地之耻》)，“吾国固奴隶之国，而学固奴隶之学也”(黄节《<国粹学报>序》)。老舍有篇小

说名叫《浴奴》，孙中山认为“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

隶，是做各国的奴隶”[32]。“奴”是由“主”来定义的，有“新主”就有“新奴”，在主奴之间，还有

“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33]的“高等华人”存在，由此就形成了半殖民地多层次的主奴社会

结构。鲁迅多次写到半殖民地的主奴社会：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

“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

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34] 

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

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35] 

无论“西崽”“巡捕”“翻译”，还是“民族主义文学家”“高等华人”，在鲁迅的笔下，都是

帝国主义的“奴才”和“鹰犬”。他们寄生于半殖民地多层次的主奴社会，有着媚外与守旧、奴才与

主子的两副面孔，对洋大人俯首帖耳，对华人颐指气使。他们的存在，还被帝国主义用来“以华制华” 

——“对付下等华人的有黄帝子孙的巡捕和西崽，对付智识阶级的有‘高等华人’的学者和博士。”[36]

在《推》《电影的教训》《“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题未定”草》等文中，鲁迅对奉洋人为

“主子”，自居于众华人之上，甘做“洋奴”的近洋人物进行了反复描摹。要反对帝国主义，改变半

殖民地的主奴社会结构，那么，“向内反帝”便显得至关重要。要解除帝国主义者的超级身份、拆解

半殖民地社会的主奴结构，就可以从半殖民地等级社会的中间环节、中介人物“洋奴”或“高等华人”

入手。1933 年新年伊始，叶圣陶梦想的未来中国，其中一条就是“‘高等华人’绝迹”[37]。“向内反

帝”是自内解殖民的重要方式，显明了现代作家对国家平等与国民平等的双向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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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有限反帝”与“向内反帝”，构成了半殖民地中国反帝话语的基本形态和实践路径。半殖民地

统治机构和革命组织的反帝话语形态常常趋向一致，其区分仅体现在指认的帝国主义对象(日本、沙

俄、美、英、法、德等)和帝国主义“代理人”(清朝皇权、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买办、资本家、

崇洋媚外者)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反帝书写的丰富形态。从“有限反帝”与“向内反

帝”出发，可以发现反帝话语的建构并非上下阶层、左右派别步调一致的一项话语实践，这就意味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帝性质并非不言自明。只有把反帝话语置于半殖民与解殖民的语境之下，在反帝与

民族主义、现代国家、民主平等、阶级革命、文明观念等的多重关系中加以考量，才能发掘反帝话语

的内在张力和丰富内涵，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帝性质方能落到实处，“反帝”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中才不

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 

 

注释： 
 

① 具体论述可参见李永东：《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20—222 页。 

② “每个国家对这项权利条款都有不同的表述，就法国的情况而言，治外法权除了司法赦免特权和保教权之外，还包括国

民在所有开放港口定居和自由经商的权利，战船停靠中国主要港口的权利，对几处公共行政部门进行共同管理的权力，

滇越铁路承包权，租界(共四处，不包括上海和厦门的国际公共租界)以及广州湾租借地管理权，等等。”参见安托万•瓦

尼亚尔：《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下卷)》，郭丽娜、王钦峰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34 页。 

③ 具体论述可参见李永东：《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年，第 370—395 页。 

④ “通过治外法权的法律制度，口岸里的外国人被给予相当于士大夫统治阶级本身所有的那种特权地位。例如，传教士和

儒生都可以不受县官的笞刑。”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5 页。“天主教与中国官厅往来的关系，于光绪二十五年得清帝之许可，存案于总经理卫门；主教(Bishop)与总

督巡抚同级，总神甫(Head Priests)与布政使，按察使及道员同级。其余同于府县官。”参见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7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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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anti-imperialist discourse in semi-coloni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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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wo tendencies dominating the anti-imperialist discourse in semi-colonial China: 
“limited anti-imperialism” and “inward anti-imperialism”, which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thinking style 
and the anti-imperialist writing mode in modern China. Imperialism in China was extremely complex as the 
government’s stance towards anti-imperialism shifted with the political climate and diplomatic discourse 
oscillated between describing foreign powers as “imperial powers” and as “friendly allies”. In the context of 
multi-faceted power struggles, anti-imperialist discourse was often suppressed, lacking coherence and 
consistency, resulting in “limited anti-imperialist” writing. In anti-imperialist writing, “anti-capitalism” often 
substitutes “anti-imperialism”, and the image of foreigners often tend to be absent or relegated to the 
background while characters from neighboring regions become the primary targets of imperialist critique, 
leading to a weakening “outward anti-imperialist” narrative and a flourishing “inward anti-imperialist” 
discourse. The “inward anti-imperialist” discourse dominates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colonial writing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dismantling the master-slav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emi-colonial society. 
Key words: semi-colony; imperialism; limited anti-imperialism; inward anti-imperialism; outward anti- 
imperialism 

[编辑: 陈一奔] 


